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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要素回报率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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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 统计与数学学院，中国 北京 102206） 

【摘 要】：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进行物质生产所必备的社会资源，测算土地回报率有助于优化要素配

置。文章运用回报率的测算方法对中国各省份第二、三产业用地的回报率进行测算，并从时间、空间、产业三个方

面对土地回报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土地回报率整体呈现显著增长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区

域差异性。(2)依据土地回报率水平及其增长率两个维度，将 30个省（区、市）划分为“高土地回报率—高增长率

型”“高土地回报率—低增长率型”“低土地回报率—高增长率型”“低土地回报率—低增长率型”四种类型模

式。(3)从产业来看，第三产业土地回报率显著高于第二产业，其差距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除“低土地回

报率—低增长率型”模式外，第二、三产业土地回报率均呈现上升趋势。(4)土地回报率的地区差异整体呈现“L型”

下跌趋势，自 2006 年以后，土地回报率 Theil 系数基本稳定在 17.85 左右。其中，东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北综合经

济区内部差异贡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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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生产要素是维系国民经济

运行及市场主体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必需的基本因素。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然

而，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土地要素具有其特殊的性质。在中国，土地除作为生产要素外，还是政府调节的工具。中国土地出让

和抵押融资收入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1]。《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显示，2017 年中国土地出让成交价款 5.20 万亿

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56.83%。此外，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以土地为支撑，设立投融资平台公司获取融资。土地出让

和融资带来的回报率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土地回报率是指土地投入的产出与土地存量之比，测算单位土

地投入价值带来的回报。土地生产率是反映土地生产能力，一般用单位土地面积出产的产品数量或产值表示。两者相比，土地回

报率既反映土地面积的产值，还能反映土地价格变动带来的经济效应。在中国特殊土地制度背景下，测算土地回报率水平更有利

于合理配置土地要素，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目前学界分别对回报率和土地要素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尚未涉及土地回报率的测算。现有关于回报率文献的主要研究对象

是资本要素，主流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微观层面，基于企业财务报表数据估算企业资本回报率[2,3,4,5]。其指标主要采

用所有者权益（净资产）、总资产和固定资产净值、净利润、社会总回报等。另一种是宏观层面，基于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估算整

个经济的资本回报率[6,7,8,9]。其指标主要采用资本份额、资本存量、GDP、折旧率、GDP 平减指数和投资价格平减指数等。 

基于土地要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份额、土地投入、土地政策、土地配置等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生态环境方面

的影响，未从土地回报率角度出发。Valentinyi 等将资本分解为土地、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器具购置，并发现若将土地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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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农业资本份额将接近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7]。杨喜等研究发现，土地要素投入不仅对本城市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还对邻

近城市有正向溢出效应[10]。Zhang、Marjit 等研究发现，土地市场结构对长期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影响[11,12]。王建康等研究表明：

城市建设用地对中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贡献程度小于劳动力与资本
[13]
。李名峰、叶剑平等均研究土地要素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度，但研究结论不尽相同[14,15]。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源泉不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于

资本（87.62%），中部地区土地要素贡献突出（17.66%），而西部地区劳动的贡献更显著（14.93%)[16]。土地要素投入对不同产业

发展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毛振强等研究发现，土地投入是土地、资金和劳动力三要素中对二三产业投资弹性最大的一个[17]。田文

佳等在生产函数中引入土地要素，通过构建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发现：房地产建筑业部门不断扩大，其对土地和劳动力的需求也

不断增加，引发城镇化过程加速，短期内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促进作用是不可持续的[18]。中国差别化的土地政策对地区协

调发展效应同样存在异质性[19,20]。以工业为例，在不同区域内工业用地补贴的效果也有较大差异。地方政府大力补贴的工业用地

帮助快速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短时间内扩大地区企业规模，但加大补贴吸引的企业产出效率并不高
[21]
。同样的，程宇丹等发现

工业用地补贴政策抑制发达地区工业用地价格，阻碍工业区域转移[22]。此外，在土地要素市场不完全、政府过度干预、土地产权

不明确等现实背景下，中国土地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用途之间存在严重的错配问题。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由于片面

追求速度和规模，人们忽视了土地和生态资源的承载力而造成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23,24,25]。但李勇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土

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土地错配对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正向影响，

但对中、西部地区有负向影响
[26,27]

。段莉芝等也验证了此结论
[28]
。土地要素数量变化还会对资本回报率产生影响。以往资本回报

率相关研究，土地与资本总是以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将土地视为资产中的一类，最终造成资本回报率水平存在偏高误差[29,30]。 

通过对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术界关于回报率和土地要素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然而，现有研究只是从土地数量进

行分析，忽略了土地价值变化。一方面，在中国土地具有生产要素和政府工具双重特性，为凸显土地要素的重要性，本文将土地

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中，综合考虑资本、劳动、土地和技术四种生产要素，并测算中国各省份土地回报率，探讨土地回报率差异，

以期完善要素回报率和要素配置相关领域研究。另一方面，学术界关于土地要素的研究，多是基于土地面积研究土地投入、土地

政策、土地错配等方面。然而，土地总面积是有限的，且地方政府控制着土地供应量，土地面积变动幅度很小，不能够很好地体

现土地要素的变动。考虑到政府政策引导土地价格大幅变动，本文拟通过测算土地回报率展现出土地的价值变化和区域经济的

发展，为以后分析经济发展问题奠定一定的基础。 

1 研究方法、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回报率测算方法 

在经济增长研究中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深受学术界青睐，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经验，将土地要素纳入生

产函数中，假设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包含资本、劳动、土地和技术四种生产要素： 

 

式中：Y为总产出；A为全要素生产率；K为资本；L为劳动；T为土地；α、β、γ分别为资本、劳动、土地的产出弹性。

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则资本、劳动和土地的产出弹性即为各自的份额。 

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和一致性，本文将将扣除劳动者报酬的 GDP(GDP-L）表示资本、土地和技术的收入，并将其关于资本、

土地和技术进行回归，得到土地弹性。此时，生产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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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GDP-L为收入法 GDP中扣除劳动者报酬的余值，其他变量与式（1）一致。 

资本回报率的测算方法是基于 Hall 等提出的资本租金公式得到的[31]。在实际应用时，学者更关注实际资本回报率。实际资

本回报率就是用 GDP 平减指数与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名义资本回报率进行调整。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其回报率的测

算方法可以类似于资本回报率。由于其自身不可替代性、位置固定、可永续利用等特征，土地在产出过程中不存在损耗，即不存

在折旧[7]。因此，对于土地回报率的测算不需要扣除其折旧率，土地回报率的测算公式： 

 

式中： 为土地回报率；γt为土地份额；γtYrt为实际土地收入；Trt为土地实际存量。 

1.1.2Theil系数 

衡量回报率区域差距的指标有很多，如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Theil系数等。与其他指标相比，Theil系数可以将

总体差异分为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还可按照产业进行多层次分解。此外，Theil 系数不受考察空间单元个数的影响，适合

测算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差异及其分解。本文参照周江燕等采用 Theil 系数来刻画土地回报率差异及其分解
[32]
。令 rit表示第 t

年省份 i的土地回报率，则第 t年省份 i的土地回报率占全国的份额为： 

 

各划分类型模式土地回报率占全国的份额分别为： 

 

式中：j表示各划分类型模式包含省份的个数。运用各省土地回报率的占比可以计算得到 Theil 系数。全国及各划分类型模

式土地回报率的 Theil系数为： 

 

各划分类型模式间 Theil 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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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中国 30个省（区、市），囿于统计口径和数据可获得性，本文未将西藏、台湾、香港、澳门包含在样本内。

在测算土地回报率之前，需要确定以下指标：土地份额、产出价格指数、土地实际存量。 

①土地份额。假设市场为完全竞争的，则要素弹性即为要素份额。劳动收入可由劳动者报酬代替，所以本文将扣除劳动者报

酬的 GDP1（GDP-L）表示资本、土地和技术的收入，并关于资本、土地和技术做回归，即可得到土地的份额。 

②实际产出与产出价格指数。第二、三产业产出数据本文使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收入法 GDP-劳动者报酬表示，总产出

数据为第二、三产业产出的加总。各产业实际产出运用各产业GDP 平减指数（1992 年=100）对名义产出进行调整得到。 

③土地实际存量。由于农用地不可随意买卖，且与建设用地回报率相比极小，故在本文中的土地只包含建设用地 2。采用工

业用地表示第二产业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和物流仓储用地表示第三产业用地。土地价值，采用城市建设用地价格与城市建

设用地面积的乘积表示。由于城市建设用地价格数据缺失 3，本文运用算术平均法和加权平均法得到各省的年度数据，再采用移

动平均法对其他年份的缺失值进行补充。土地价值采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1992=100）进行调整。 

鉴于数据完整性、统计口径一致性，本文选取 1999—2017 年为研究样本期。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2004》《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等官方资料。1999—2004年各

产业劳动者报酬数据公布，2005 年及以后该数据以各省各产业GDP 与 2004年各产业劳动者报酬占该省各产业GDP 比例的乘积表

示。其他个别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2 土地回报率估算结果 

2.1 土地回报率初测算 

基于中国 30个省（区、市）（西藏、台湾、香港、澳门除外，下同）第二、三产业产出、土地实际存量、土地份额等数据，

利用式（3）测算得到 1999—2017年中国各省份土地回报率。借助 ArcGIS 软件将 1999 和 2017年中国各省份土地回报率空间格

局特征进行可视化显示（图 1），并按照土地回报率水平将其分为 4 种类型：低水平（0.00～4.50）、中低水平（4.51～9.00）、

中高水平（9.01～13.50）和高水平（13.51～18.00）。从总体上来看：①中国土地回报率整体呈现显著增长趋势，1999 年土地

回报率处于低水平省份有 22个，占总体样本比例为 73.33%，处于其他水平区间省份有 8个，占比为 26.64%。2017 年土地回报

率处于低水平省份有 8 个，占比为 26.64%，处于其他水平区间省份有 22 个，占比为 73.33%。②中国省级土地回报率在空间分

布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中高水平和高水平土地回报率主要以北京为中心向外扩散至河北、山东，低水平主要分布于东北综

合经济区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 

2.2 土地回报率的时序变化 

下面将从时间、空间、产业三个层面对土地回报率变化进行阐释。 

2.2.1 全国层面分析 

基于土地回报率的测算公式，对各省份的土地回报率进行测算。通过测算结果发现：1999—2017 年，中国土地回报率均呈

现显著的上升趋势，也验证了高速上涨的土地开发投资率会带来较高的土地回报率。由图 2 可知：1999—2017 年，中国土地回

报率时序图呈现出“倒 U型”趋势，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1999—2009年，中国土地回报率呈现出显著上升趋势，但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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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各异。1999—2002年，中国土地回报率上升幅度相对平缓，年均增长率为 1.87%;2003—2009年，中国土地回报率快速上升，

由 2003 年 5.29%上升至2009 年峰值 8.64%，年均增长率为8.51%。第二阶段 2010—2017 年，土地回报率虽有下降，但趋势较为

缓和，基本稳定在 8.15%。纵观中国土地回报率，2003—2004 年出现了较为显著的上升，2009 年出现了拐点。中国土地回报率

显著上涨的原因可能是：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在晋升激励政策驱动下，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不得不干预

土地出让和扭曲土地要素配置，如一些地方政府竞相以低价甚至免费出让工业用地来吸引投资，降低了土地投入成本，促使土地

回报率上涨。 

 

图 1 1999、2017 年省级土地回报率空间分布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 GS(2020)4619 号标准地图制作。 

 

图 2全国土地回报率时序图 

2.2.2 划分区域 

参照类型学的研究范式，本文拟从土地回报率和土地回报率增长率两个维度，运用定序划分的方法对中国 30个省（区、市）

进行分析，进一步获得省级层面的特征。为确保不同年份的不同省份和不同年份的同一省份存在时间混杂影响，本文采用了

1999—2017年中国30个省（区、市）土地回报率和土地回报率增长率均值绘制散点图，如图 3所示。具体地，定义土地回报率

和土地回报率增长率均值从高到低排名在全国前 15 名的省份为在“高”位，后 15 名的省份在“低”位。为检验模式划分的稳

健性，本文以土地回报率和土地回报率增长率的均值为排序标准重新进行划分。其中，仅有上海、江西 2个省份的类型归属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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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改变（但两省份均处于两个类型的边界附近），说明类型划分结果是相对稳健的。 

根据图 3，本文最终归纳出“HH 型”“HL 型”“LH 型”“LL 型”四种类型的省级模式。①“HH 型”模式，显著特征为土

地回报率和土地回报率增长率都相对较高，代表省份包括天津、河北、内蒙古、江西和陕西 5个省份。这些省份属于增长型或新

兴型省份，为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土地回报率和其增长率均处于较高水平。②“HL 型”模式，显著特征为土地回报率相对较

高，但其增长速度较低，代表省份包括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 10个省份。其中多个省份分布于沿海，交通运输便利，进出

口贸易较为发达，土地得到有效利用，经济发展迅速，但由于区域发展问题，土地回报率增长速度较低。③“LH 型”模式，显

著特征为土地回报率相对较低，但其增速较快，代表省份包括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等 10个省份。这些省份地理位置偏远，

自然资源充沛，随着国家出台盘活城市用地存量、有效促进第三产业用地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该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其回报率增速较高。④“LL 型”模式，显著特征为土地回报率及其增长率都相对较低，代表省份包括新疆、云南、宁夏等 5 个

省份。贵州、云南、宁夏和新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处偏远地区，技术发展相对落后，土地要素配置不能充分利用，土地回报

率及其增长率均相对较低。辽宁作为三大工业基地之一，其第二产业用地占比居于首位，低效的工业用地会造成土地回报率及其

增长率处于较低水平。 

 

图 3中国 30个省区市划分模式 

为检验各模式的稳定性，本文对各省份的土地回报率及其增长率进行逐年排序，通过类型划分得到各省每年的模式。通过计

算研究区间内每个省份动态模式与静态模式不一致的比例，发现北京、天津、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湖南、广东、贵

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5个省份的动态模式与静态模式完全一致，表明这 15个省份的类型结构在整个研究区间内

都非常稳定。包含河北、山西、内蒙古在内的其他 15个省份的动态模式也与静态模式保持了 70%以上的一致比例，这反映了 30

个省区市划分模式的相对稳定。 

2.2.3 产业层面分析 

第二、三产业土地回报率水平绘制成图 4。由图 4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三产业土地回报率差异呈现出“先增大后

减小”的特征。由于国家限制工业用地最低价、控制建设用地供应量，促使第二产业土地回报率低于第三产业。 

将各模式所包含省份的第二、三产业相关数据加总便可以得到各个模式下土地回报率水平，并将其绘制成时间序列图 5。 

由图 5a 可知，1999—2017 年，在四种类型模式下第二产业的土地回报率均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特别是“LH 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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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约 2.17 倍，其他三种模式土地回报率上涨幅度也均超过 70%。鉴于此，本文认为第二产业土地回报率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更多

的是来源于政府政策的引导。一方面，“LH 型”中包含吉林、黑龙江两大老工业基地，政府以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吸引投资，促

进了第二产业在“LH 型”中土地回报率的上涨。另一方面，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与土地相关的政策（如工业最低价、控制建设用

地等）拉动了土地回报率的上涨，促使全国各省份的土地回报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此外，还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回

报率在不同划分区域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基本达到均衡。 

 

图 4第二、三产业土地回报率 

由图 5b可知，在研究期间内，第三产业在“HH型”“HL型”“LH型”模式下土地回报率显著上涨，但在“LL型”模式下

土地回报率出现小幅下跌。其原因可能是：伴随着经济迅猛发展，第三产业逐步成为发展新引擎。特别是在一些较为发达的省

份，甚至出现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由于第三产业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低投入、低消耗、高回报”等特性，经

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省份，政府考虑环境治理问题会将本地的工业用地向周围经济发展弱的省份迁移，最终造成该地区土地回

报率普遍高于第二产业。对于地理位置偏远发展落后的省份，通过以低价或者免费出让工业用地的方式吸引投资促进发展。这种

省份第三产业土地回报率水平相对较低，甚至出现小幅下降（“LL型”）。通过观察图 5b，不难发现：虽然第三产业土地回报率

在 4 种模式下走势不一致，但土地回报率均在 2009 年达到峰值。其原因可能是：为应对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政府出台了应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等），促进了第三

产业土地回报率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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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不同产业在不同划分模式下土地回报率的时序图 

3 土地回报率差异分析 

3.1 中国土地回报率差异 

图 6报告了 1999—2017年中国土地回报率的Theil 系数。从图中可以看出：1999—2017 年，中国土地回报率的Theil系数

呈现“L 型”下跌趋势。1999—2005 年，土地回报率 Theil 系数几乎成直线式下跌，2006—2017 年相对比较缓和，基本稳定在

17.85 左右。结果表明：2006年之前，30个省（区、市）间土地回报率的差异显著缩小，2006年及以后省际土地回报率差异得

以相对稳定。从土地要素方面表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得以改善。 

3.2 土地回报率差异分解 

中国土地回报率 Theil 系数由 1999 年的 18.48 下降至 2017 年 17.85，下降幅度为 3.41%。表明自 1999 年以来，中国土地

回报率的差异有所下降，这与中国土地回报率变异系数测算结果一致。 

将中国土地回报率差异按照八大综合经济区 4和经济区间进行分解，发现：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和大

西南综合经济区的 Theil 系数呈现出上升趋势，分别由 1999年的 1.31、2.12 和 1.89 上升至 2017年的 1.42、2.19 和 2.16。其

中，大西南综合经济区的 Theil 系数上升幅度最大，为 14.10%。相反，其他综合经济区和各经济区间的 Theil 系数呈现出下降

趋势。其中，各综合经济区之间的 Theil系数由1999 年的 0.15 下降至 2017 年 0.08，下降幅度高达 45.42%。 

 

图 6 1999—2017 年中国土地回报率Theil系数 

从贡献度来看，八大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对中国土地回报率差异的贡献度大于八大综合经济区之间的差异。其中，东北综合

经济区贡献度最高，稳定在 15.07%～16.11%。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东部沿海综合

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和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对差异的贡献度依次递减，但均保持在 11.00%以上。八大综合经济区之间的

贡献度最小，且逐年下跌，由1999年的 0.79%下降至 2017 年 0.45%。综上，中国土地回报率差异主要来源于东北综合经济区和

大西北综合经济区。 

4 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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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研究结论 

①中国土地回报率整体呈现显著增长趋势，这也验证了高速上涨的土地开发投资率会带来较高的土地回报率。在空间分布

上，土地回报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中高水平和高水平土地回报率主要以北京为中心向外扩散至河北、山东，低水平主要分

布于东北综合经济区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 

②依据土地回报率水平及其增长率两个维度，将30个省（区、市）划分为四种类型：“HH型”模式（天津、河北、内蒙古、

江西和陕西），显著特征为土地回报率和土地回报率增长率都相对较高；“HL型”模式（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 10个省份），

显著特征为土地回报率相对较高，但其增长速度较低；“LH 型”模式（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等 10 个省份），显著特征为

土地回报率相对较低，但其增速较高；“LL型”模式（新疆、云南、宁夏等 5个省份），显著特征为土地回报率及其增长率都相

对较低。通过动态模式与静态模式比较，发现划分的类型结构相对稳定。 

③分产业来看，第三产业土地回报率明显高于第二产业。对于第二产业，四种类型模式下的土地回报率均呈现出显著的上升

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四种类型模式下第二产业土地回报率差距逐渐缩小，最后基本达成均衡。对于第三产业，除“LL 型”

外，其他类型模式下的土地回报率也呈现上涨趋势。 

④中国土地回报率差异程度有所减小。整体来看，在研究期内中国土地回报率的 Theil 系数呈现“L型”下跌趋势，意味着

各省份间土地回报率的差距逐渐缩小。对 Theil 系数进行地区分解可以发现：中国土地回报率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八大综合经济

区内部的差异，特别是东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内部各省份间的差异。 

4.2 不足与展望 

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回报率是衡量要素利用率和配置效率的重要指标，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现有

研究多是从土地投入、土地制度、土地配置、土地市场结构等方面分析土地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且都是只考虑土地要素数量

变化，尚未从土地回报率角度展开研究。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通过测算土地回报率，从土地价值角度出发验证区域发展的不均

衡性。然而，在数据收集和研究深度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在数据收集方面还有欠缺，例如由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只

收录到 2018 年，数据收集时只能截止到 2017 年，未来可以选取更好的替代变量延长研究时间跨度；②在研究深度方面，只是从

土地回报率水平验证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土地回报率是否存在过高现象，探讨区域土地回

报率发展不均衡的动因，有助于更好地分析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分配，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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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法 GDP 是由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构成。 

2建设用地主要划分为居民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交通设

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由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道路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

公益性较强，故将这四类用地面积从建设用地总面积中扣除。 

3城市建设用地价格只公布了 2009—2017 年 105个主要城市的综合地价。 

4八大综合经济区分别为：东北综合经济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东部沿海

综合经济区上海、江苏、浙江；南部沿海经济区福建、广东、海南；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长江中游

综合经济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大西北综合经济区甘肃、青海、宁夏、

西藏、新疆（西藏数据缺失严重，在研究中将西藏剔除）。 


